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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行驶行为的负性刺激对乘员预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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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车辆极限行驶工况为负性刺激，通过评价量表和现

场访谈获取了 12名受试者作为前排乘员在实车试验中的主

观感受，并运用生理多导仪记录了皮肤电活动数据；通过对

比经历刺激前后的数据并结合假设检验，分析了主观评价的

变化。结果表明：在经历极限行驶工况刺激后，乘员对车辆

控制能力的预期有显著提高，但对车辆决策意图不确定性的

担忧加剧；将皮肤电导水平数据与试验过程中的事件信息相

结合，能够反映乘员预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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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hicle Maneuver on Passe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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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extreme driving conditions as
negative stimulus，the subjective feelings of 12 subjects as
front-seat passenger were obtained in the process of real-
vehicle testing by means of evaluation scale and
interview， and the skin electrical activity data were
recorded by the physical polygraph. On this basis，the
change of the passengers’ subjective evaluation was
studied by comparing the data before and after
experiencing the unintended vehicle maneuver and using
the hypothesis testing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gative stimulus improves the passengers’expectation
of vehicle control ability， but increases their anxiety
about the uncertainty of vehicle decision-making

intention. In addition，the combination of the data of skin
conductance level and the data of the event during the test
can reflect the change of passenger’s expectation.

Key words： automotive engineering； autonomous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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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已得到广泛的推

广。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重点将逐渐由可靠性、安

全性［1］等技术可行性问题向乘员的乘坐感受问题转

变［2］。乘员的乘坐感受需要结合工程学、物理学、心

理学及生理学等多方面学科知识进行主观评价［3］，

在传统汽车上主要受温度、噪声、振动等因素的影

响，已形成成熟的NVH（noise，vibration，harshness）、
热舒适等舒适性评价理论和方法。然而，传统汽车

完全由人类驾驶员控制，现有研究并未对车辆行驶

行为引起的乘员舒适性问题给予重视。

由于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自主行驶能力，并且有

条件具备相较人类驾驶员更出色的运动控制和车间

协同能力，因此自动驾驶汽车行驶行为有别于乘员

基于传统汽车驾乘的经验。例如，异于人类驾驶习

惯的轨迹规划和运动控制所带来的较小的障碍物间

距和频繁的加速度变化［4］会使乘员不适甚至紧张，

进而引起恐惧等消极情绪，给乘坐感受带来负面影

响。此类舒适性评价研究主要采用主观评价［5］，可

运用主观评测法中的主观量表进行记录，评价结果

与外部感觉信息相关，同时受到内部预期［6］的影响。

预期指根据已有经验和当下环境等信息来源预测未

来要发生的事情［7］。在神经心理学中，预期使相应

的大脑结构提前做好准备［8］。对事件的预期过高或

者过低，都会导致个体强烈的情绪反应［9］，进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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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评价结果［10］。研究认为，人对事件的感受取

决于预期和事件结果的关系。决策影响理论认为，

人的感受来自于结果与预期的比较，当预期与结果

一致时负性事件的负性体验被削弱［11］；一致性理论

则认为，个体体验只受到结果是否能被预料的影响，

与结果的好坏无关［12］。关于对事件做出怎样的预期

会有益于情绪感受和行为反应，Shepperd等［13］认为

负性预期是有益的，可产生积极的影响并削弱消极

的影响，但Golub等［14］发现负性预期并不能减低事

后个体的负向情绪反应，并且会增强预期阶段的不

舒适感。因此，乘员预期是指乘员基于驾乘经验和

车辆行驶行为、外界环境对未来事件的预测。在评

价车辆行驶行为时，为保证评价结果的组间可比性，

需要控制乘员预期，并对控制效果进行定量评估。

鉴于生理活动是精神活动的基础［15］，引入生理

指标作为预期的辅助度量，可避免预期难以通过主

观评价表述的问题［16］。学者们运用人体生理信号开

展了汽车驾驶员人因研究［17］，在自动驾驶领域也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18］。在众多生理指标中，皮肤电导

水平（skin conductivity level，SCL）可反映人的警觉

程度、精神压力等信息［19］，当乘员处于不舒适状态

时，SCL的增加与警觉性的升高成正比，并且SCL
采样周期、变化显著性和变化时效均满足本研究的

要求［20］。

综上，现阶段缺少对于由车辆行驶行为引起的

乘员舒适性的关注，缺乏乘员预期对评价结果影响

的研究。因此，将以视觉信息为主的车辆极限行驶

工况作为负性刺激，基于自然驾驶数据和危险工况

数据设计试验工况，结合主观量表、SCL数据和现场

访谈信息，分析受试乘员受到负性刺激前后的主观

评价变化，研究预期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和预期的表

征方法，为自动驾驶汽车舒适性评价研究积累经验。

1 试验设计

1. 1 场景设计与试验流程

在设计实车试验场景时，需考虑刺激的有效性

和可操作性。在车辆极限行驶工况下，通过视觉信

息使受试者获得负性刺激，然后对比刺激前后的主

观感受变化。选择实车试验，主要是为了避免驾驶

模拟器中存在的试验干扰［21-22］。同时，为了保证试验

安全性，由专业试车员根据预设工况在封闭测试区

内完成试验。

平衡觉刺激易诱发晕动症导致的头晕、恶心等

症状群，使得受试者无法准确体验试验过程和描述

主观感受，因此应尽量避免平衡觉刺激产生。由自

然驾驶数据和危险工况数据可知，行驶过程中驾乘

人员负性情绪对相对距离、相对速度敏感。参考真

实交通流中前车或障碍物突然出现时的紧急工况，

以及激进型驾驶员通过在纵向上刻意逼近前车以获

取临车道的侧向变道空间的驾驶习惯，在行驶过程

中产生较强负性情绪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将视觉刺激

最大化，即尽可能逼近障碍物使碰撞时间（tTTC）尽量

小。减小 tTTC的方式是减小相对距离，或是增加相对

速度。由于试验场地已限制了最大车速，因此相对

速度一定时，在现有试验条件下实现相对距离减小

的方式有 2种：一是设置车辆稳定操纵前提下的变

道距离参考点，至参考点变道避障；二是设置较大减

速度时的制动距离参考点，至参考点后减速停车

避障。

由计算可知，制动方案下前庭产生3 s左右的加

速度刺激，该加速度持续为峰值，车辆在制动参考点

时的最小 tTTC约为 1. 5 s。变道方案下前庭产生 1 s
左右的横摆角速度刺激，存在2次瞬时峰值，车辆在

变道参考点时的最小 tTTC约为 0. 5 s。因此，变道方

案下平衡觉刺激更小、更短，视觉冲击更强烈。

经预试验实践，制动方案下受试者易产生生理

不适感，进而影响过程体验和受访质量；视觉刺激明

显小于生理刺激，受试者的试后评价多以生理不舒

适的感受为主；受试者反馈眩晕感并影响后续试验

实施。变道方案下前庭觉峰值刺激瞬时，刺激持续

时间短；最小 tTTC小，视觉冲击大，试验后评价以视觉

刺激诱发的紧张情绪为主；无受试者反映眩晕情况，

对后续试验实施无影响。据此，前者适用于关于行

驶行为诱发晕动症的研究，后者更适用于对由行驶

策略诱发消极情绪的研究。因此，基于变道方案设

计试验场景。

如图 1所示，试验在封闭测试区的一条笔直的

双向四车道上进行。图 1中，O点为试验段起始位

置，C点为障碍物位置，A点为远离障碍物的变道位

置，B点为靠近障碍物的变道位置，2个位置均通过

预试验确定。B点的选取遵循以下原则：在试验车

辆性能足以稳定实施安全变道的前提下，在变道距

离小于日常驾乘习惯的区间内，尽可能缩短 tTTC，使
视觉刺激尽可能大。乘员认知到一定的碰撞风险继

而产生心理不适感，从而形成负性刺激。试验最终

确定的BC段距离为8 m，接近安全变道距离的极小

值；AC段距离为 50 m，该距离下的变道策略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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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BC段相比可形成较明显反差。试验时，车辆提前

加速至60 km·h−1后保持匀速行驶，在O点从最右侧

车道驶入试验段，途中向左变换车道，经C驶离试验

段后减速停车。

如图2所示，共设计了2种行驶轨迹的场景，图2
中车辆经过O点时记为0 s时刻。场景1与场景2的
差异在于变道时车辆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不同、变

道时车辆横摆角速度不同。在真实性和安全性的前

提下，对于场景2选取比较激进的工况，同时满足负

性刺激的有效性和试验实施过程最小干扰性的需

求，以明显偏离受试者驾乘经验的非预期行为对受

试者施加有效的负性刺激。2种场景设置如表 1
所示。

由于是对比受试者受到刺激前后的主观感受变

化，因此工况命名借鉴了对照试验中对照组和试验

组的概念，将用于对照分析数据采集的第 1、3次试

验分别命名为对照工况和测试工况，将给予受试者

负性刺激的第2次试验命名为干扰工况。各工况设

置如表2所示。

在试验过程中受试者乘坐在试验车辆的副驾驶

位，并佩戴生理多导仪。每次试验后，由乘坐于试验

车辆后排的记录员通过评价量表和访谈记录受试者

在当次试验中的主观感受。

1. 2 试验设备

为了采集受试者生理指标，选用了 BioRadio
（BR）生理多导仪采集皮肤电信号，皮肤导电水平数

据通过粘贴于手掌内侧的电极片测量。此外，使用

Intelligent Test Terminal（iTT）高精度定位测试仪同

步记录车辆运动状态、位姿数据和车内视频数据。

图 1 试验场景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est scenario

表 1 试验场景设置

Tab. 1 Test scenario setting

项目
试验段

试验段车速/（km·h-1）
向左侧变道起始点
变道过程耗时/s

变道时车辆横摆角速度/（rad·s-1）
变道起始点与障碍物距离/m

场景1
OC段
60
A点
2. 45
±0. 15
50

场景2
OC段
60
B点
1. 29
±0. 55
8

表 2 试验工况设置

Tab. 2 Test condition setting

项目
试验序号
试验次数
试验场景

与对照工况
的对比作用

对照工况
1
1次

场景1

干扰工况
2
1次

场景2
验证刺激的

有效性

测试工况
3
1次

场景1
分析刺激前后的
主观评价变化

图 2 车辆行驶轨迹

Fig. 2 Trajectories of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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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过程中各设备独立采集和记录数据，试验

结果分析时通过协调世界时（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UTC）进行不同设备间的数据同步。

1. 3 受试者情况

共招募了 12名受试者，年龄分布在 21岁至 28
岁之间。所有受试者均持有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

近半年内至少有每周1~3次及以上频率的乘车出行

经历。为避免数据采集误差，受试者均未有过在体

格检查时因佩戴生理监测设备造成生理指标异常的

记录。试验前仅对受试者进行了必要的安全告知，

以避免对试验完全未知或获知过量信息而干扰试验

结果。

2 试验结果

2. 1 假设检验

由于样本含量较小，因此采用 t检验中的配对检

验来验证指标变化的统计学意义。通过 t分布理论

来推论差异发生的概率，从而比较 2个平均数的差

异是否显著，计算式如下所示：

t= d̄-μ0
sd/ n

（1）

式 中 ：d̄ 为 配 对 样 本 差 值 di 的 平 均 数 ，d̄=

(∑
i=1

n

di )/n，i=1，⋯，n；sd为配对样本差值di的标准

差，sd=(∑
i=1

n

(di- d̄ )2 )/( n-1)；μ0为配对样本差值

di的期望值；n为配对样本数。

2. 2 主观感受量表

借鉴李克特量表对主观感受量表进行设计，记

录了试验车辆逼近障碍物过程中受试者感受到的紧

张程度以及假设车辆处于自动驾驶状态时受试者对

该行驶行为的接管意愿程度。各以1~5等级进行主

观判断，两极分别代表完全不存在该项感受、非常具

有该项感受，分数说明受试者的态度或状态强弱。

通过访谈获取了受试者在试验开始时的心理状态。

图3是主观量表统计结果。在试验序号1中，大部

分受试者处于较舒适状态，而且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几

乎不存在接管意愿；在试验序号2中，大部分受试者处

于不舒适状态，而且对车辆的极限行驶行为表现出极

强的接管意愿；在试验序号3中，除1位受试者报告了

轻微紧张外其余受试者对各项舒适性主观感受都给予

了最低分值，表示完全不存在该项感受，而且所有受试

者认为车辆行为不需要被接管。该结果表明受试者的

接管意愿与紧张程度有一定相关性。

根据 t检验，对于紧张程度，试验序号 2（3. 83±
0. 72）较试验序号 1（1. 67±0. 78）表现为显著上升

（t=8. 990，P=0. 000）；对于接管意愿程度，试验序

号 2（4. 75±0. 45）较试验序号 1（1. 92±1. 00）也表

现为显著上升（t=10. 470，P=0. 000）。由此判断，

试验序号 2的极限行驶工况对受试者的刺激是有

效的。

为了体现受试者的主观感受在经受刺激前后的

变化情况，将全部受试者的试验序号3与试验序号1
的主观量表结果进行对比。如图 4所示，对于紧张

程 度 ，试 验 序 号 3（1. 08±0. 29）较 试 验 序 号 1
（1. 67±0. 78）明显下降（t=−2. 548，P=0. 027）；对

于接管意愿程度，试验序号3（1. 00±0. 00）较试验序

号 1（1. 92±1. 00）也明显下降（t=−3. 188，P=
0. 009）。由此推断，在经历试验序号 2的极限行驶

工况后，受试者对车辆应付复杂环境的预期发生了

图 3 主观量表统计结果

Fig. 3 Statistical results of subjective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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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变化。

通过访谈获悉，在试验序号 1中部分受试者因

不确定试验内容，并且车辆未在符合其日常驾驶习

惯的距离避让障碍物，担心试验车会与障碍物发生

碰撞，因而存在一定的紧张情绪和接管意愿；试验序

号 3中有受试者认为当次试验会在试验序号 2的基

础上发生更激烈的行驶行为，因此未处于完全不紧

张状态。

表3为全部受试者在试验开始前心理状态的问

询记录统计结果。在试验序号 1开始时，部分受试

者猜测试验内容包含碰撞行为，因此存在紧张情绪；

在试验序号 2开始时，绝大部分受试者处于放松状

态；在试验序号3开始时，所有受试者在经历试验序

号 2中的刺激后出现了较强的戒备心理，处于紧张

状态。由此推断，在经历试验序号 2的极限行驶工

况后，受试者对试验过程的预期发生了消极的

变化。

2. 3 生理数据结果

为了更好地掌握受试者在试验过程中心理感受

的连续变化，根据研究团队关于实车环境下乘员不

舒适感客观表征方法的已有研究结果［20］，选用了

SCL来反映受试者的精神压力和警觉程度。由BR
生理多导仪采集的皮肤电反射值得到了SCL数据。

为了分析受试者的SCL变化与车辆行驶行为的关

系，绘制SCL‒距离关系图进行定性观察。

以 12号受试者在 3次试验过程中的原始 SCL

数据为例。如图5所示，x轴为车辆与试验起始位置

O的距离，试验序号1、3的变道位置A点和障碍物位

置C点分别位于80 m和130 m处。在试验车辆启动

后逼近障碍物的过程中，受试者的SCL明显上升，

并出现峰值，这一现象在所有受试者的数据中均存

在。为此，对全部受试者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根据全部受试者的统计数据，试验序号 2的峰

值（28. 06±9. 19）μS较试验序号 1的峰值（20. 84±
9. 04）μS表现为明显上升（t=3. 386，P=0. 007），证

实了试验序号2的极限行驶工况对受试者刺激的有

效性。

每位受试者在试验序号1、3中的SCL变化均存

在差异，表明受试者在经历试验序号 2的极限行驶

工况后心理状态发生改变。因此，对全部受试者提

取2次试验中的SCL进行对比。

（1）变化程度

SCL变化程度为试验中峰值和试验前平静值之

差与平静值的比值，体现了受试者在整个试验过程

中的精神压力变化。如图6所示，在试验序号1、3中
全部受试者的SCL变化程度分别为 1. 45±0. 60和
1. 79±0. 98，变化不明显，经 t检验尚不能认为受试

者在试验序号 2的经历对该指标存在影响（t=
1. 368，P=0. 201）。结果表明，从生理反应的角度

看，受试者在试验全过程中承受的最大精神压力基

本相同，未因经历试验序号 2的极限行驶工况而发

生明显变化。

该结果与主观量表统计结果存在差异，因此可认

为SCL变化表现了受试者对风险的知觉性判断，而紧

张程度主观评价体现了受试者对风险的认知性判断。

（2）峰值位置

SCL峰值位置是指试验过程中受试者 SCL达

图 4 主观量表结果的95%置信区间

Fig. 4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subjective scale

表 3 试验开始前调查问卷统计结果

Tab. 3 Statistical results of questionnaire before
test

存在紧张情绪受试者人数百分比/%
试验序号1
25. 0

试验序号2
8. 3

试验序号3
100. 0

图 5 SCL‒距离曲线

Fig. 5 SCL‒distance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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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峰值时对应的车辆位置与试验起始位置之间的距

离。如图 7所示，在试验序号 1、3中全部受试者的

SCL 峰 值 位 置 分 别 为（136. 26±44. 70）m 和

（86. 87±50. 05）m，距离明显提前（t=−2. 876，P=
0. 018）。该现象与受试者在主观感受表述中当试验

序号 3开始时处于戒备心理的描述一致，印证了在

经历试验序号 2的极限行驶工况后，受试者对试验

过程的预期发生了消极的变化。

3 分析与讨论

3. 1 负性刺激对乘员预期的影响

根据试验结果，试验序号 2中的车辆极限行驶

行为对受试者的主观感受产生了积极影响。虽然在

受到短期刺激惊吓后，SCL峰值表现出受试者在感

觉层面仍对车辆行驶行为可能诱发的潜在危险持保

留态度，这是由于人的条件反射在短时间内难以被

改变［23］。然而，从主观量表可知，受试者在知觉层面

已对车辆应付复杂环境的预期有了积极的变化，即

当车辆行为具有确定性时受试者对车辆应付突发情

况的信任度有所提高，即使在车辆未按其日常驾驶

习惯避障的情况下也愿意将控制权交给车辆，进而

影响了受试者对紧张与否的主观评价。这也说明，

通过做最坏的打算，可以在事件发生时削弱负性情

绪并增强正性情绪［24］。因此，通过合理的工况设计

进行车辆行驶能力的展示，可改变用户在传统汽车

驾乘经历中积累的经验，并接受自动驾驶汽车可能

存在的独特行驶行为，是在面向接受度的自动驾驶

技术推广中值得采用的方法。

另一方面，受试者对试验过程的预期发生了消

极变化，即在相同环境下当车辆行为存在不确定性

时处于较高的精神压力状态，是类似于靴子落地［25］

的现象。这是因为试验中车辆有意迫近障碍物，使

受试者认为试验车辆的避障决策具有高度不确定

性，因此在无法明确判断车辆意图的情况下，受试者

处于由戒备引起的紧张情绪中。这印证了当个体被

暗示没有能力预测时，会产生消极体验［26］。若日常

乘车时车辆行为多次偏离用户预期，则对用户满意

度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影响其接受度。这种现象与

通过稳定的车辆行为提高受试者对自动驾驶汽车的

接受程度［27］形成对立，在自动驾驶汽车的开发过程

中应避免，在开展舒适性主观评价时也要控制这种

消极变化对评价结果的影响。

3. 2 乘员预期的生理表征

本研究中选用的 SCL能较好地反映受试者的

精神压力，其变化程度体现了受试者在整个试验过

程中的精神压力变化，但试验序号 1、3中该指标并

无明显差异，而且该指标本身缺少与试验中事件的

关联。若将SCL与试验过程相结合，则具备对乘员

预期进行表征的能力。

由于人体神经系统存在延迟和不应期效应，生

理指标的变化存在一定的滞后，由外界刺激引起的

生理反应明显滞后于源于自身的情绪变化［28］。例

如，在试验序号2中，全部受试者SCL的峰值时刻与

车辆完成紧急变道时刻之间长达（3. 95±1. 45）s。
由于预期引起的精神压力变化是内在发生的，结合

试验过程中与障碍物的相对位置关系，可以辨别当

前精神压力的产生原因。如图8所示，在试验序号1
中全部受试者的SCL峰值出现时车辆位于距试验

起始位置O点（136. 26±44. 70）m处，排除个体差

异，该位置位于障碍物附近，与当受试者完全确认不

再与障碍物有碰撞风险后逐渐放松的信息一致；在

图 6 SCL变化程度的95%置信区间

Fig. 6 95% confidence interval of SCL variation

图 7 SCL峰值位置的95%置信区间

Fig. 7 95% confidence interval for SCL peak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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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序号 2中，SCL峰值出现时车辆位于距起始位

置O点（186. 50±2. 28）m处，体现了人体由外界刺

激引起的生理变化的延迟；在试验序号3中，SCL峰

值位置为（86. 87±50. 05）m，排除个体差异，该位置

位于车辆变道点附近。这与大部分受试者在试验序

号 1中于障碍物附近判断无碰撞风险后逐渐放松，

以及在试验序号3的试验初期处于戒备状态直至车

辆由转向行为表现出变道意图的访谈记录吻合。

试验序号 1、3中SCL峰值位置范围大，而试验

序号 2中SCL峰值位置非常集中。这说明，与极限

行驶工况下对刺激事件的风险认知结果高度一致相

比，常规行驶过程中受试者对风险的认知存在一定

程度的个体差异，并在不同时刻（位置）判断风险极

值或风险解除。这与个人的风险接受度、驾乘经历

等内在因素有关。试验序号1、3的SCL峰值范围接

近，说明了该范围在同一组受试群体中是相对固定

的，即存在一个可被统计的共性区间。另外，试验序

号 2中极限变道后车辆快速回正，存在较大的横摆

角速度和侧向加速度直至 170 m处，这一过程应视

为极限行驶工况的一部分。

此外，对同一个体而言，SCL的数值在短期内相

对稳定，可通过绝对值对比精神压力程度。通过

SCL数据采集，并将SCL数据与试验过程中的事件

信息相结合，才能够反映预期的变化。

4 结语

（1）在经历过车辆极限行驶工况后，受试者对车

辆控制能力的预期获得了提高，进而接受车辆行为，

突破其自身驾驶习惯的约束，该预期对紧张与否的

主观评价产生了积极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负性

刺激对受试者由知觉引起的主观感受产生了影响，

未对由感觉引起的条件反射产生影响。

（2）车辆极限行驶工况也对受试者的预期产生

了消极影响，表现为在获知车辆决策存在高度不确

定性后，无法明确判断车辆意图的情况下，处于由戒

备引起的紧张情绪所带来的较高精神压力之下。

（3）通过将受试者的SCL数据与试验过程中车

辆行为和环境信息相结合，能够辨别由负性刺激诱

发的高度精神压力事件，并反映乘员预期变化。

（4）对于受试者的紧张程度主观评价结果显著

下降时 SCL变化程度无明显变化的现象，可认为

SCL表现了受试者对风险的知觉性判断结果，而紧

张程度主观评价体现了受试者对风险的认知性判断

结果。

（5）常规行驶过程中，不同受试者 SCL峰值位

置范围大但存在一个基本一致的区间，因此可认为

受试者的风险认知存在个体差异，与个人的风险接

受度、驾乘经历等内在因素有关，并且存在一个可被

统计的共性区间。

此外，外界刺激对乘员预期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差异、基于生理指标的乘员预期量化评价方法、风险

认知舒适性外界因素的量化关系、影响受试者风险

认知的个人内在因素等，是未来应该考虑的问题，有

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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